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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论坛】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费孝通 

 

近些年来我常讲“文化自觉”问题，具体的采用这个名词是在 1997 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

层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我提出这四个字“文化自觉”来标明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我想总

结一下，问一问，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大家在做什么？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

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

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 

这个名词确实是我在这个班上作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思想的来源，可以追溯的历史

相当长了，我想大家都了解自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西

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

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所熟悉的梁漱溟、陈寅

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在燕京大学上本科时，曾选修历史系一位外籍教授开的“中国文艺复

兴”的这一课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1860 年、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以后到辛亥革命期间，

他把他看到的外国作者对中国人的事情和说法的英文材料让我们阅读，以了解这段历史的变化。

对这门课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书和文章我都读了，而且记录下来。所读的材料，历时约 50

年间，经过 4 个皇帝，进犯的国家从老牌的英、法、俄开始，逐渐增加到 12 国，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就有十几个之多。这段时间里还有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黄花岗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记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国宣布起义并定都南京后，有一位

曾国藩手下的大将，名叫胡林翼，当时驻守在今天安徽的马鞍山，他在阅兵时，有一只外国军舰，

冲着他沿江而上，这位大将竟当场昏厥了过去。以后别人问他为什么，它的回答是对付太平天国

我们还有把握，但对付这些外国军舰就没有办法了。此事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清政府上层的态度。

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物质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惧怕和退缩了，从而引起了以后丧权辱国的灾

难性后果。 

这说明在中西文化碰头时，他们认输了。这是一个大转折。过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

居，视外国使节为“外夷入觐”，乾隆皇帝认为自己国家物产丰盈，并不需要“外夷”的货物，

和他们贸易只是一种恩赐。英国使团提出觐见时，曾要求英使节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个皇帝

这时还没有认输。 

中西文化碰了头，中西方文化的比较，就一直是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围绕着中华民族的

命运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争论不休，可以说至今还在继续中。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已有了“西学”的观念，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人的长处，以求有所改进，可用

“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看法来概括。人们对中国原有一套政治伦

理秩序并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到了“五四”运动，碰到的问题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学”可以解决

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了。所以“五四”运动又叫新文化运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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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用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观念作为推翻和取代传统制度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与科

学，在“五四”之后发生过“科学和玄学”及“民主与独裁”的两次重要争辩。随后中国共产党

在 1921 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国向何处去是知识界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抗战开始，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使争论暂时停顿下来，但战后应该建立怎样一种社会文化秩序，

仍然是知识界关心的主题。彻底打破现状，重建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无疑对于知识分子具有极

大的吸引力。那时主导的思潮是否定传统的，当时即使有人提醒人们应正视革新和传统的关系，

也并不能引人注意。抗战结束后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情况也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迅速发生了

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知识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归结起来看，无论是“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

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

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

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了。 

总之，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

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

由此涌现出各种流派，有如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学一门之内，也涉及到史学，看

法未必一致。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讲到：以“新儒家”的名是指 20

世纪的思想流派，其事起于海外，特别指 1958 年元旦张君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先

生在香港《民主评论》上所发表的一篇宣言——《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

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这些情况以及其后之发展在我当时的处境自然不会了解，

同时也不会是大陆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问题。现在应该回过头来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我们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

港台的知识界 60 年代也对此提出了问题，不少人感兴趣的是怎样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

找到接榫之处。说明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

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更新了“传统”。 

就我个人来说，我受到的教育是从清末民初所谓新学开始的，这个新的学校制度是针对旧

的科举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兴起的。我的父亲是最后一科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

改革之后，他被选送到日本去留学，学教育。回来后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我母亲创办了县

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

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

书馆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不用面壁背书、坐冷板凳，还可以唱歌做游戏。初小后进入私

人办的私学，也是由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转到燕京，又进了清华研

究院，再去英国留学，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父母主张新学，不要

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少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国学的根子

在我身上并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触过程中，在我本人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这一点和我的上一

代是不同的，他们是受中国文化培养成长的，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由于他们基本上

是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

所以他们的基本立场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如陈寅恪先生讲“一方面吸

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钱穆先生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

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像他们这样的学者是无法接受“进步”和“落后”的简单二分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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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求新而不肯弃旧，这在当时的潮流中不免陷入严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 70 岁时重新开始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进入了第二次学术生命，当时预计还有 10

年的工作时间，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还能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多做些工作。我学习社会

学、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首先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

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它，正所谓“推陈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

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80 年代末我去内蒙古鄂伦春族聚居地区考察，这个民族是个长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

传下了一套适合于林区环境的文化，以从事狩猎和饲养鹿为生。近百年来由于森林的日益砍伐，

威胁到了这个现在只有几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 年代末我在黑龙江又考察了另一个只有几千

人、以渔猎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问题是同样的。中国 10 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

22 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

们就发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

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我说“文

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

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

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

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

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我回想起在上世纪末与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中国文化与

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的对话。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问题，并且认为研究文化的人应该

注意和答复这些问题，譬如我们常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

结合的结果，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

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都说不清

楚。 

我们交谈时涉及到了几个实例：一是谈到重视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开

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的生产力一下子解放出来了。以后在农村工业化中，又看到

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同时让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能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

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

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而在不同的东西

能不能相容共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国文化骨子里还有这个东西可以把

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三是“多元一体”的思想也是中国式文化的表

现，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

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处的认知和欣赏，而不是为了一个短期

的目的或一个什么利益。只有这样才能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和国家间的“和而不

同”的和平共处、共存共荣的结合。四是要能够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中

一条很重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我说的差

序格局就出来了。这不是虚拟的东西，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

从中国悠久的文化里边培养出来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对这一套破坏得太厉害，把这些东西都否定

了，我看这是不能否定的，实际上也否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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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本质还不能说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得很清楚，但是大体上说它确实是从

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

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

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

信息和共识。 

长期以来，在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下，特别在“文革”时期，“传统”被冲刷得太历害了，

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及其严重性还没有被人们所真正认识，同时能够把有深厚中国文化根底的老一

代学者的学术遗产继承下来的队伍还没有形成，因此我深深感到知识界的责任重大。我前面谈到

由于自知国学根底不深，需要补课，近年来读了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先生的著作，很有收获。

启发我们对中国文化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对中西文化比较进行更深刻的研究。 

同时自己感觉到对世界大潮流有些“隔膜”，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已经重新“放眼看世界”，

我也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但开始看到的主要是西方在新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有如我在《访

美掠影》一书中描述的计算机信息技术等。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格

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舆论“自鸣得意”，我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有批判，但对于中

西文化中深层次的问题并不敏感。正如我前面所讲自己力争紧跟国内社会经济发展，“行行重行

行”，提出“文化自觉”看法，也是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中看到的。 

去年美国的“9. 11 事件”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在我看来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

而且事件后事态的发展令我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我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

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

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

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今年 5 月我在南京大学建立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了“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的讲话，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我们这些人，从生物基础上看是和其它动物一样的，它的生命实

际上同样有一定的限期，即所谓有生必有死，生和死两端之间是他的生命期。但由于人们聚群而

居，在群体中又凭其共同认识相互模仿别人的生活手段以维持他的生命，这时他才从“生物人”

变成了“社会人”。每个生物人都在幼年逐步变成社会人而继续生活下去的。只有作为一个社会

人，生物人生命得以绵延直至死亡。我们一般说人的生命是指“生物人”而言的，一般所说人的

生活是指“社会人”的一生而言的。生活维持生命的继续，从生到死是一个生物必经的过程。但

是生活却是从生物机体遗传下来的机能通过有向别人学习的能力而得到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从哺

乳到死亡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从同一群体的别人那里学习得来的。所学会的那一套生活方式

和所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学习之前就已经固定和存在的。这一切是由同群人所提供的。这一切统

统包括在我所说的人文世界之内。它们是具体的文化内容。当一个生物人离开母体后，就开始在

社会中依靠着前人创造的人文世界获得生活。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的人场合。

这个人文世界应当说和人之初并存的，而且是历代社会人共同的集体创作，社会人一点一滴地在

生活中积累经验，而从互相学习中成为群体公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资产。孔子说：“学而时习

之”，就是指模仿别人而不断实践。这是人从作为生物个体变成社会成员的过程。 

人文世界拆开来看，每一个成分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凭其天生的资质中创造出来的，日积月

累，一代代人在与自然打交道中形成的。这些创新一旦为群体所接受，就进入人文世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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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属于任何的个体了。这就是我们应当深入理解的文化社会性。 

文化是人为的，但这里只指文化原件的初创阶段，它是依靠被吸收在群体中的人们所共同

接受才能在群体中维持下去。一群社会人相互学习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设施包括物质的和精神

的，或说包括它的硬件和软件，进行生活。因而群体中个别生物人的死亡并不一定跟着已有文化

零部件的存亡，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关，但属于社会人的生活用具和行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却

可以不跟着个别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会性利用社会继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

参差不齐，使它可以超脱生物体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兴废的历史规律。这是人文世界即

文化的历史性。 

强调重新更深入地认识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文化的认识。我已注

意到文化价值观方面存在着东西文化的差别，中华文化的传统在出发点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

前一辈的学者，所谓新儒家，已经碰到了这个问题，他们用历史学的方法，做了具体而细致的研

究工作，钻研得很深，提出了他们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真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并能与西方

文化作比较，必须回到历史研究里边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学者已有的成就继承下来。切实做

到把中国文化里边好的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进行交流的过

程中，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性的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

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现在能够做这件事的学者队伍还需要培养，从现在起在几十年里边培养这

样一批人是一件当前很重要的事情。当务之急是要在我们的知识界造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补上“放

眼世界”者一课，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自己年纪大了，实际上不能进一步去观察，也

没有条件深入研究了。但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后文化接触中的大波动必然会到来，迟早要发生的，

我们要有准备地迎接这场世界性文化大论争。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

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

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

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以上这些初步的不成熟的见解，作为自己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自白，以供同人们批评指

正。 

（本文为作者 2002 年 8 月 6 日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专题论文】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马戎 

 

摘要：当前世界各国大多属于多族群国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工

具，语言对于研究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在不同族群之间、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着

语言、方言的差别，影响甚至制约着区域间、族群间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对于各地区、各族群在

语言、词汇的使用与演变开展研究，应成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关注领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

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和探讨如何从语言使用调查入手来分析区域之间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社会融合、从语言词汇使用的变化情况来分析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通过借鉴国外相关理论与


